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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村级贿选是东部地区村级民主选举的顽疾，它的发生除了制度不健全外，主要与当地农民高

度分化有关。 高度分化导致高收入阶层农民较低收入阶层农民更有意愿竞选村干部，而低收入阶层

农民的原子化和离散化，则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一致行动能力和政治效能感。 同时，高度分化造成

了阶层间的区隔和不信任感，亲情、人情和面子等传统动员方式失效，贿选成为有效的动员方式。 村

级贿选加剧了上层农民对村庄政治的垄断，加深了低收入阶层农民的政治无力感，需要在政治和技

术层面予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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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东部发达农村地区调研时，我们发现当地村级选举中存在比较严重的贿选现象。 不仅村

委会、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选举中有贿选，党支部选举中贿选现象也比较突出。 村级贿选偏

离了民主制度设置的初衷，造成了村庄政治排斥，引起村庄社会冲突和亲密关系瓦解 ［１］ ，并在村

庄中构筑了一个以富人为中心的，缺乏公共性和不可逆的权力结构 ［２］ 。 对村级贿选原因的分

析，成为村民委员会选举和村庄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有对村级贿选原因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制度缺陷论，认为村级选举各项制

度设置的固有缺陷是导致贿选发生的根本原因，要杜绝贿选的发生只有进一步完善制度。 这些

制度缺陷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严密性和制度约束的刚性不足 ［３］ ，村级民主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

不健全 ［４］ ，选举制度有漏洞 ［５］ ，选举过程缺乏监督 ［６］ ，等等。 二是文化素养论，该论断产生于对

制度决定论的质疑，它认为村级选举及民主制度已经相当健全和完善，但是村级贿选却愈演愈

烈，根源就在于我国农民受传统文化、人情网络影响至深 ［７］ ，没有民主权利的观念，民主文化素

养不高，因而即便给予他们民主选举的权利也不会珍惜 ［８］ 。 三是资源争夺论，该观点认为，村级

资源丰富、利益密集是贿选产生的前提条件 ［９］ ，而村民之所以会热衷于参与村级竞选，目的就在

于争夺村庄资源再分配的权力。 资源丰富的村庄主要包括东部集体资源多的村庄、城郊农村等

待开发的村庄、矿藏资源丰富的村庄等 ［１０］ 。 村庄资源越多，管理越不规范，村级选举就越激烈，
贿选也就越可能发生。 四是社会基础论，该论断认为，并不是所有村级选举都存在贿选现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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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村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在宗族型或小亲族型，村庄权力结构“模化”程度较高，即便村庄

选举有派性合纵连横，拉票竞选现象，但由于选票较为固定，一般不存在贿选现象。 而在村民原

子化程度较高的村庄，贿选就更可能成为选举动员的手段 ［１１］ 。
村级选举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实行以来，已经过了十几年数届选举的历练，选举制度安排

有了很大的改善，相关配套制度日臻完善，选民对选举的认识也得到了很大程度提高。 但为什

么东部村庄的贿选现象却愈发严重，贿选金额越来越大？ 已有研究尚未清晰有力地解释该现

象。 笔者在东部地区 Ｇ 镇调查发现，村级贿选现象的频发和高发，与农村阶层高度分化密切相

关。 正是阶层的高度分化导致阶层内部的高度竞争与阶层之间的高度排斥，形塑了村级选举中

的贿选。
Ｇ 镇位于东部沿海，区域面积 １０５．７ 平方公里，辖 ２３ 个行政村（社区） ，常住人口 １３ 万多，

其中户籍人口 ６．３ 万，流动人口近 ７ 万。 Ｇ 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 ２０１２ 年实现生产总值

１０６．３１ 亿元，财政收入 １５．３８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３６２７ 元。 Ｇ 镇现有两家中国 ５００ 强企业、
６ 家上市企业、两家百亿元企业、６ 家 １０ 亿元以上企业、３００ 多家规模以上企业，以及 ４０００ 多家

中小企业和数以万计的家庭作坊。 由于工商业比较发达，Ｇ 镇农民职业分疏较大，不同职业的

收入差距比较大，从年收入数百万上千万元到一两万元不等，从而造成了当地农民经济上的巨

大分化。 在经济上处于上层的农民将自身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优势，对
村庄优质资源进行总体性占有 ［１２］ 。 因此，从经济水平的角度对 Ｇ 镇农民进行阶层划分，能够较

为客观地反映当地社会分层情况（详见下表 １） 。
表 １　 Ｇ 镇农村阶层分化情况

社会分层 经济分化 职业分化 占总户数（％） 年净收入（万元）

上层农民 富豪农民 中上规模企业主 ２．５ ≥２００

富裕农民 中等规模企业主 ７．５ ５０ ～ ２００

中间农民 中等农民 小规模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家庭作坊，技术管理工人 ３０．０ ２０ ～ ５０

下层农民 普通农民 工厂普工，农村文化技术人员，半工半耕户 ５０．０ ５ ～ ２０

贫弱农民 半工半耕户，纯务农户，老弱病残家庭 １０．０ ２ ～ ５

　 　 Ｇ 镇农民可以分为上层农民、中间农民和下层农民三个阶层，他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关系、
消费水平、价值观念、政治参与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别。 上层农民由富豪农民和富裕农民构成，他
们都是村里的中等规模以上的企业主，年收入在 ５０ 万元以上，有的达到了上千万元。 他们具有

较广的超社区关系网络，有着较强的参与村庄政治的意愿，并通过巨资贿选掌控村庄政治权力。
村里的主职干部（支书和主任）一般由富豪农民担任，其他如两委委员、小组长、村民代表等也

皆由上层农民担任。 中间农民由小规模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家庭作坊主、技术管理人员构成，
年收入在 ２０ 万 ～ ５０ 万元。 中间农民在产业上与上层农民有密切关联，因此他们在社会关系上

与上层农民交好，在村庄选举中他们充当上层农民的拉票人和跑腿者。 下层农民由普通农民和

贫弱农民构成，他们是农村的低收入阶层，占农民的多数（ ６０％）。 下层农民既无资源也无“资

格”参与村庄政治竞选，他们在村级选举中是被动员和贿选的对象。

二、上层农民的强竞选意愿与贿选的“可能性”

贿选的首要条件是要有贿选主体。 在 Ｇ 镇，从均质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上层农民，对获得村

组干部职位动力十足，且他们有经济实力参与选举，一旦他们之间形成高度竞争，贿选就有了可

能性。
（一）上层农民的竞选意愿：政治地位、社会关系与企业发展

东部地区是利益密集型地区，村集体掌握着丰厚的资源、资金和资产的再分配权力。 因为

７５

第 ２ 期 杨华，罗兴佐：阶层分化、资源动员与村级贿选现象



工商业发达、城市化快速推进，东部地区农村的土地增值较快，集体土地的增值收益成为村集体

最重要的公共利益，包括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掌握了村庄政治权力，就意味着掌握了村庄

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权，决定资源的流向。 在村庄各阶层中，上层农民对竞选村组干部的主观意

愿最强烈，源于他们对政治地位、社会关系与企业发展有着更强烈的需求。
一是政治声望和社会地位。 上层农民在经济上拉开了与下层农民的距离，掌握了镇域范围

内的市场机会和经济空间，他们便通过消费和人情往来，在镇域范围内构建上层农民的圈子，垄
断高质量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而竞选村组干部则可以获得政治声望资源。 Ｃ 村一个村委委员

的回答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祖宗十八代都是贫农，没有一个当官的。 现在有钱了，花钱买个

村干部当当，也算是光宗耀祖。”当了村组干部后，在村里的地位和声望就提高了。 在上层农民

内部，谁的头上有顶村干部的帽子，他在上层圈子中的地位就凸显出来，并能一改“土豪” “暴发

户”的形象 ［１３］ ，成为大家追捧、结交的对象。
二是扩展高质量的社会关系。 Ｇ 镇的上层农民都是中小企业主，对他们而言，社会关系网

络意味着融资、信息、土地、技术、信贷担保、市场机会等资源，而这些资源正是他们扩大企业规

模、进行产业升级的基础，所以他们十分注重构建和保持各种高质量的关系网络。 担任村干部

是扩张高质量关系网络的便捷途径，能在上层农民内部扩张关系。 因为有了村干部的头衔，他
们便可节省构建社会关系的成本，还可以扩张与基层官员的关系。 基层官员控制政策和资源的

分配权，甚至掌握着上层农民企业的“生杀大权” ，担任村干部是与他们建立公共和私人关系的

最佳渠道。 正如 Ｇ 镇一个村支书所说，“在我们这里，亿万富翁没什么，太多了。 但如果你是村

支书，你就可以直接去敲镇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大门” 。
三是扩张资源，发展企业。 担任村干部意味着掌握村庄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权 ［１４］ ，支持某人

竞选村干部则是间接掌握资源的再分配权力。 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土地升值较快。 ２０００ 年以

后，当地用地指标收紧，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成为稀缺资源，是各阶层农民争夺的主要资源。 村集

体建设用地是上层农民企业家突破土地瓶颈的重要资源。 上层农民垄断村庄权力后，直接通过

权力将资源分配给村干部和上层农民。 上层农民与村干部有关系，与基层政府也有关系，就更

容易分配到稀缺资源。 村干部还可以通过制定有利于上层农民的村级政策分配利益，譬如在分

配宅基地资源时，通过竞拍来分配。 这个政策看似公平，但将一亩宅基地拍到三四十万元，其实

只对上层农民有利，下层农民即便拍到了也建不起 ［１５］ 。 还有诸如全村农户免交水电费，由村集

体资金代为交付。 这个政策对经营工厂企业的上层农民最有利，他们一个月的水电费要几千元

甚至上万元，而普通农户一个月的水电费才数十元。 有的上层农民直接霸占村庄公共资源，包
括水稻田、山林、堰塘等，既不交租金，也不交水电费，村干部为了维护关系或碍于面子而不闻

不问。
另外，担任村干部可以构建和保持与基层官员的良好关系，继而可以影响政府政策导向和

资源流向。 这些政策和资源包括工程项目、税收优惠、银行贷款、工商业用地、宅基地指标、企业

转型升级的政策扶持等。 上层农民通过担任村干部或支持村干部竞选，可以获得这些政策和资

源，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企业。 譬如，在农村城镇化背景下，村庄改造、农房拆建、在景观上融入

城市小区及大量村内市政工程建设等，都有大量的工程建设，基层政府通过定向招标或拆解项

目的方式将工程承包给上层农民的企业。 再如，上层农民若担任村干部，其在银行的信用就提

高了，有利于向银行借贷。 上层农民还可以直接向镇政府申请保留宅基地指标。 还如，政府在

村里征地拆迁，将农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为了调动村干部的积极性，会低价“卖”一些土地给

村干部，尤其是主职干部。 村干部既可以用这些土地来扩大企业生产，也可以高价出售。 当前，
东部沿海地区政府正倡导企业转型升级，并出台了很多扶持和优惠政策，上层农民与基层政府

有关系就更容易获得这些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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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上层农民将竞选村干部当作一种高回报的“经营投资” 。 他们将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

政治上的优势，再将这种优势转化为经济上的优势，实现资源的螺旋式增长，推动企业的发展。
Ｃ 村连任四届、当了 １２ 年村委会副主任的高某对笔者说：“当村干部就是要对自己有利，无缘无

故花钱，他们又不是傻瓜” “当村干部就是投资，先拿出，再拿进，一有机会就可以捞回来。”
四是保护企业免受干扰。 办企业免不了要与税收、工商、国土、质检、安检、消防、环保等行

政部门打交道，如果完全遵守这些部门的标准，就会大幅增加企业成本。 为了降低成本，当地企

业一般都达不到相关的标准，比如不按规定报税、企业厂房违建、金属污染等，Ｇ 镇政府一般也

不严格执行标准。 若担任村干部，或与村干部、政府部门关系密切，一旦遇到相关问题，就可以

疏通相关部门的关系以解决问题和降低风险。 Ｃ 村主任说：“当村干部办事情方便，也可以给亲

朋好友创造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在税收方面也有好处。 没有关系，你就要按电费多少交税，你
产了多少东西，一看你用了多少电就知道，想逃税就难多了。 如果你担任村干部，就可以不按电

费交，你说你产了多少就多少，税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就可以了。”
（二）贿选金额与村庄资源总量、上层农民数量成正比

下层农民对于竞选村干部的意愿没有上层农民强烈，他们在经济上处于村庄的最底层，是
村庄里的打工者或自雇劳动者，多数人为生计奔波，无暇顾及政治上的地位和扩张人际关系网

络。 他们也没有发展和保护企业的压力。 即便有些下层农民有追逐村庄政治权力的动力，希望

通过村庄再分配权力来改变经济社会地位，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人脉关系支撑竞选。
他们最多在选举中充当上层农民的跑腿者，从而在竞选成功后获得村庄小额利益。 中间阶层有

较强动力竞选村干部、构建与基层政府的亲密关系，以寻求突破资金、土地、政策等中小企业发

展瓶颈，实现企业的升级换代。 但是，他们没有上层农民那样雄厚的资金，无法与上层农民竞

争，他们主要是跟上层农民结成利益联盟，加入上层农民的竞选团队，以获得村庄中小额利

益 ［１６］ 。 在 Ｇ 镇，年收入没有超过 ２００ 万元一般不敢出来竞选村主职干部，而年收入超过 ５００ 万

元的人更容易被推到前台竞选。
上层农民不仅有强烈的意愿竞选村干部，而且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 问题是，村组干

部职务是有限的，瞄准村组干部职务的人又多，村组干部就成了稀缺资源，只能通过竞争来分

配。 村级选举就成了上层农民内部的自相厮杀。
贿选的金额与竞选的激烈程度正相关，竞选越激烈，贿选金额就越高。 而竞选的激烈程度

与两方面因素成正比，一是村庄公共资源总量，二是上层农民数量。 村庄所占公共资源越多，竞
选成功后的回报率就高，村民就越有动力参与竞选，竞选就越激烈。 候选人为了竞选成功，力压

对方，就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参与选举。 同时，为了前期的投入不打水漂，后期贿选就一定会进一

步加码，因而贿选金额不仅在一次选举中会随着竞选的深入不断拉高，也会推动后次选举的贿

选金额攀升。 调查发现，如果一个村庄预期会有征地开发，这个村的竞选就会较没有该预期时

激烈得多，上层农民都跃跃欲试，希望担任村组干部以分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 而那些村庄

公共资源稀薄，尚没有进入开发议程的偏远村庄，其竞选的激烈程度、贿选金额明显要比资源丰

厚、有开发预期的镇郊村差很远。
就上层农民的数量而言，其数量越多，觊觎村干部职位的人就越多，相对村干部职位越稀

缺。 村干部职务越是稀缺，对于上层农民的吸引力就更大，他们投入竞选的力度和金额就越大。
相反，若上层农民数量不多，中下层农民又无法跟他们竞争，村干部职位就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上层农民内部的竞争意识就会减弱，合作分配干部职位的意识增强。 在这样的村庄，竞选就不

那么激烈，贿选金额也不会太高。 由于 Ｇ 镇工商业发达，农村城市化程度较高，村庄公共资源较

为丰厚，村庄上层农民普遍较多，当地村级选举竞争就十分激烈，贿选现象亦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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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举中常规动员的限度与贿选的“必要性”

候选人在选举中的动员能力越强，当选几率就越大。 选举动员包括常规动员和技术动员。
常规动员包括传统动员和信任动员。 传统动员是动员血缘地缘关系近的人投票，信任动员是候

选人通过自身人品、声誉和政策取向等取悦村民。 技术动员是通过加强选举中动员的技术、手
段、资金等，以提高动员能力的策略。 贿选是技术动员的主要方式。 在 Ｇ 镇，阶层高度分化使得

常规动员方式有较大限度，技术动员尤其是贿选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一）传统动员和信任动员的失效

村庄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动员主要包括血缘动员和地缘动员两种类型。 血缘关系是农

民最亲密的关系，主要有兄弟、堂兄弟、家族、房头和宗族等关系。 在 Ｇ 镇农村，一般都是一个姓

氏占据一个或几个自然村落，村民之间的关系属于宗亲“自己人”关系。 即便在杂姓村落，村民

在同一村落内生活，地缘关系比较近，相互熟悉和亲近。 在选举动员中，候选人若通过血缘地缘

关系进行动员，效果最好，成本最低。 因为在宗亲内部，与候选人血缘越近的人，越要投候选人

的票。 农村“自己人”观念较强，自己人担任村干部总比外人好，一是有面子，二是自己房头、姓
氏中有人出任村干部，至少办事方便。 若不投“自己人”的票，会被认为不会做人。 同样，邻里

之间碍于情面会投邻居候选人的票，否则见了面都不好意思。 “自己人”认同越强烈，邻里关系

越密切，传统动员方式就越起作用。
但在 Ｇ 镇，阶层高度分化使得传统动员失效。 农民的血缘地缘关系因为阶层的高度分化而

被瓦解，表现为血缘宗亲“自己人”认同消减，邻里关系、村落关系淡化，亲情、情面和情感等因

素降低。 另外，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在时间、空间、消费能力、兴趣爱好、关系聚焦、价值观念等

方面都有较大差别，二者的交集偏少、交往偏弱。 譬如，在时间上，上层农民遵循的是工商业时

间，下层农民遵从农业时间。 晚上十点下层农民就休息了，而这个时候上层农民的夜生活才刚

刚开始。 在空间上，上层农民居住在道路宽敞、基础设施完备的别墅区（ “富人区” ） ，下层农民

住在拥挤、狭窄、阴暗的老村落（ “穷人区” ） 。 同时，上层农民的活动场所是酒吧、咖啡馆、大商

场、运动场、休闲农庄、旅游区等，而下层农民的闲暇时间主要呆在村里。 时间和空间上的隔离

使得二者交往减少，关系疏远。
消费、人情上的差异更使得下层农民主动远离上层农民。 交往的一致性需要有同等的消费

能力。 如果每次交往的消费都由上层农民埋单，下层农民会过意不去，但如果由他来埋单，则多

一两次就负担不起，逼得他主动退出与上层农民的交往。 在人情上也是如此，上层农民可以办

高档次的酒席、上大额的礼金，下层农民负担不起，便能不办的酒席尽量不办，能不请的客人尽

量不请，能不去上的人情尽量不去上。 尤其是给上层农民上人情，上少了还抵不上酒席的成本。
于是，很多下层农民就退出了与上层农民的人情往来。

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在心理上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这与熟人社会内部的比较和竞争相关。
农民高度分化后，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的心理落差增大。 差距越大，说明落后者的能力越差，这
会给落后者带来巨大的生存性压力，他们会觉得没有面子和尊严。 当他们怎么努力也追赶不上

时，他们面对上层农民就会倍感压力。 他们与上层农民交往越频繁，越是面对面，压力就越大，
就越没有底气，就越想退出与他们的交往。 但是，村庄是熟人社会，相互之间的互动是不可逃避

的。 即便下层农民尽量减少与上层农民的直接交往，只要上层农民在村，对他们来说就是挥之

不去的压力和心理阴影。 久而久之，下层农民逐渐生发对上层农民的怨恨情绪。 同时，上层农

民也看不起下层农民，觉得与他们交往浪费时间。 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在心理上的隔阂越来越

深，触发了相互间的厌恶和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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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上层农民通过共同消费、人情往来等方式在其阶层内部构建高质量的、紧密的关系网

络，排斥与下层农民的交往。 下层农民则愈发分化、离散，没有一致行动能力。 两个阶层间的隔

阂越来越深，区隔越来越明显。 对于上层农民而言，其阶层内部的关系要重于血缘地缘内部的

关系。 兄弟、堂兄弟一旦分属在上层和下层，双方基本没有日常往来和人情往来，形同路人。 一

起长大成人的“发小”也是如此。 Ｃ 村一个村委委员说，他这一辈一起玩到大的有二十几个兄弟

和堂兄弟，贫富分化之后就没有实质性的来往了。
当上层农民希望通过传统的动员方式进行选举动员时，下层农民可以不买账，即便是宗亲、

堂兄弟来动员或作为候选人，也可以不投他的票。 这样做，下层农民不会感到有心理压力，或觉

得不好意思、过意不去。 但是，像父子、兄弟、姐妹、亲家等至亲还是会碍于亲情、面子而被动员

起来。 也就是说，传统动员的界线是至亲，界线之外则难动员起来。 同时，由于下层农民对上层

农民有怨恨情绪，对上层农民不信任，他们认定上层农民竞选村干部就是为了捞取好处，无论上

层农民在竞选时对选民有多少承诺，下层农民也不为之所动。 所以，信任动员也不起作用。
（二）技术动员的运用与“贿选”的相对低成本

传统动员方式不起作用，上层农民就得在技术动员上下功夫，最主要的技术策略是组建竞

选团队和贿选。
在选举参与中，若每个上层农民都单打独斗式地参与竞争，就会形成混战局面，消耗和分散

资源，无法对其他村民构成动员。 于是，在上层农民内部就会把那些资金最雄厚、最有动员能力

的作为代表推出来组成竞选团队，并按照资源多寡对不同职位进行“影子内阁”式分配，以整合

竞选资源。 不同的竞选团队会在竞选中结成利益联盟，乃至合纵连横，最终形成两个主要团队

的竞争格局。 这些竞选团队主要以利益为纽带关联起来，并逐渐具有派系特点。 选举团队中不

仅设有总指挥部，由竞选村主任的人亲自担任，还下设智囊团、宣传、情报、武力、后勤和拉票等

部门，实现统一调度、分工协作，充分配置和调动资源进行选举。 智囊团由农村知识分子、老干

部、选举经验丰富的上层农民组成，负责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 宣传部负责包装和宣传本派

系候选人及其政策主张，以及抹黑对方派系。 情报部负责搜集、打探对方派系消息以及时提出

应对策略，还包括破坏、干扰对方派系阵脚，如收买人上访上告或冲击对方竞选总部，或派间谍

打入对方团队核心。 拉票部负责拉票，方式包括走村串户、请客吃饭、发放贿选现金或票据、暴
力威胁和“挖墙脚”等。 一个竞选团队一般有上百人，“影子内阁”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和主要成

员是上层农民，部门成员主要包含中间农民和少部分下层农民。 上层农民几乎都囊括进了双方

的竞选团队当中。
竞选团队中除专门的拉票部外，团队中其他成员都有动员、拉票的义务。 但是他们能够动

员的也就是他们的朋友和至亲。 “影子内阁”成员一般能够动员四服以内的家族成员，而一般

成员则一人能够动员 ６ ～ ８ 人。 这与选民对影子内阁成员和一般成员的预期不同，一旦竞选成

功，前者直接掌握权力，可以给家族成员带来福利，后者不直接掌握权力，无法与家族成员实现

利益均沾。 一个竞选团队以 １００ 人计，最多动员到的票数是 ８００ 张左右，这属于“铁票” 。 如果

按照一个村 ３０００ 选民算，两个竞选团队的铁票共 １６００ 张，剩下 １４００ 张是“中间票” ，是两个竞

选团队都无法动员的摇摆票。 派系竞争的成败就在于能否动员接近选民 ５０％的“中间票” 。 在

较大的行政村，“中间票”多达 ６０％。
在 ３０００ 选民的行政村中，需要获得超过 １５００ 张选票才能当选，而每个竞选团队能够动员

起来的票数是 ８００ 张，离当选差 ７００ 余张。 如果仍通过竞选团队成员来动员，就得扩大团队成

员规模，从 １００ 人扩大到 ２００ 人，“铁票”就会翻一番。 但这种办法不可行，原因有四：一是增加

人头意味着增加开销。 这部分开销包括生活费用和雇佣劳动力费用，一个 １００ 人的团队在半个

月的竞选期间内，每天的花销在 ３ 万元以上。 二是扩大团队规模意味着增加“分赃”的人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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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所以参与到竞选团队中来，就是预期在竞选成功后能够参与村庄利益再分配。 村庄公共利

益属于稀缺资源，参与分配的人越多，分派到人头上的就越小，人们参与、支持竞选的积极性就

会降低。 三是团队越大，内聚力降低，内部利益争夺就越厉害，协调难度就越大，进而容易闹矛

盾和分裂，包括出现分赃不均“投敌叛变”的情况。 四是团队动员的结果不确定。 传统动员方

式具有不确定性，即便至亲被动员起来，也可能在投票时改变主意或被人挖墙脚。 所以，竞选团

队的规模一般会保持在适中水平，不会无限扩大。
技术动员还有一个策略就是“贿选” 。 贿选虽然在选举时有资金投入，但较之扩大团队规模

有两大优势：一是减少了参与预期利益的分配人数，团队成员的预期收益较高，当选后利益分配

会相对均衡，内部矛盾会较少，因而它能降低团队组织协调的成本，增加团队成员的收益。 二是

村民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观念，拿了钱之后一般不会改变投票意向，因而贿选的选票较为

确定。 如此，竞选团队在权衡利弊之后，会选择成本相对较低、结果较确定的“贿选”作为动员

方式。
村委会选举的贿选方式，从 ２００２ 年给香烟、承诺物质回报，到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的大宴宾客和

直接给钱，再到 ２０１１ 年的直接给钱、请客吃饭、承诺宅基地指标等。 给现金一般是几百至一千

元。 党支部选举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有给高档香烟的现象，到 ２００８ 年出现了由候选人组织党员外出

旅游的情况。 “中间票”和“铁票”都要给钱，只是给前者的钱多，给后者的属象征性的。 贿选的

产生及贿选资金的不断增加，使中下层农民越来越被排除在参选“资格”之外，村庄选举成为上

层农民的政治游戏。

四、下层农民的弱政治效能感与贿选的“可行性”

贿选最终能够成功，还需要选民接受以选票换金钱的交易。 Ｇ 镇农民之所以欣然接受则与

下层农民的弱政治效能感有关。 政治效能感是指选民对自己的参与行为影响政治体系和行政

决策能力的主观评价。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政治效能感就作为一个反映公民政治态度的重

要变量而为政治学者所关注，它被认为是影响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关键心理变量 ［１７］ 。 政治效

能感弱则是选民认为自己没有影响政治体系和行政决策的能力，遂不参与或被动参与政治。 Ｇ
镇农民的弱政治效能感与当地阶层的高度分化相关。

（一）农民政治效能感的实现方式

在阶层高度分化未完全显现之前，农民的政治效能感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家族或自

然村落成员当选为村干部，二是直接参与竞选村干部。
学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农民受传统的影响，政治参与度不高，政治效能感低。 事实

上，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并非需要通过直接参与村庄政治来实现，他们通过间接的方式也能达到

较高的政治效能感。 在未高度分化之前，村庄里的血缘关系认同较强，个体农民可以通过家族

这个中介参与村庄政治。 血缘认同较强意味着家族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参与村庄政治博弈，获得

村庄政治的分配额。 家族越大，分配额就越大。 在非选举时代，则由家族首领如房头、族长及其

他有威望的成员代表整个家族参与村庄政治。 在选举时代，不同家族推出自己的候选人通过合

纵连横参与村庄选举，以获得参与村庄政治的份额。 总之，村庄政治中必须有家族的代表，家族

成员通过支持这个代表而参与村庄政治，并以此获得村庄利益的再分配权。 地缘关系跟血缘关

系类似。 地缘相近的人认同度高，若有人当选为村干部，也被认为是“自己人当了干部” 。 该村

干部在执行政策、利益分配时对其地缘范围之内有所倾斜。 所以，在选举中人们会将选票投向

同一地缘范围内的候选人，人们通过此人来参与村庄政治。
除了以上方式参与村庄政治外，村民还可以直接作为候选人参与村庄政治，即作为其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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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政治中介。 在阶层高度分化之前，作为候选人的条件并不是经济条件，而是在家族、村落里

有威望、办事公道、对公益事业积极、村民信任，其所在家族大、村落大等，对村民的动员也主要

是血缘地缘关系动员。 正是因为血缘地缘认同度较高，动员方式也是血缘地缘关系，所以那些

大家族或人口多的村落在村干部中就一定要有代表，从而形成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 ［１８］ ，即村级

主要干部总是来源于大家族或大村落，而其他村干部则来源于稍小的家族或村落。 Ｇ 镇在 ２００２
年之前，大部分行政村的权力结构都有模化现象。 农民无论是否有钱，都可以在这种模化的权

力结构中获得政治效能感。
（二）阶层高度分化肢解下层农民的政治效能感

阶层高度分化后，下层农民的政治效能感被瓦解，他们成为了村庄政治中的看客或被参

与者。
一是阶层高度分化降低了血缘地缘关系认同。 阶层高度分化使得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的

空间和心理区隔加深，相互之间的认同感降低。 上层农民内部的认同度高于血缘地缘关系的认

同度，其家族观念淡薄，同一家族、村落内部的人相互之间不再认为对方是“自己人” 。 当选村

干部的农民不再认为自己是某家族或村落的代表，他们认为自己的当选与他们高收入阶层的朋

友、在选举中出过力的人有关系。 上层农民当选村干部后只对支持其竞选的其他上层农民负

责，而对其家族、村落没有义务。 下层农民也不再将村干部视为是自己家族或村落的代表，对他

们没有了期许与寄托。 即便堂兄弟当选为村干部，也似乎与自己的关系不大，下层农民不再因

为有家族成员、村落成员当选村干部而感到欣喜若狂，不再有荣耀感和自豪感。 当然也不再能

从中获益。
二是上层农民的技术动员打破了“模化”的村级权力结构。 当传统血缘地缘关系无法实现

动员之后，只能强化技术动员。 技术动员是在全村范围内广泛撒网，哪里能动员起来就动员哪

里，而非动员特定的家族和村落。 技术动员强调的是资源动员能力，谁的资源雄厚，谁就能够动

员更多的票数，也就更有可能当选。 因此，候选人个人的动员能力而非家族大、村落大是当选的

关键，这也进一步突破了家族、村落的界线。 同时，血缘地缘动员失效，对技术动员的要求更高，
也使得那些有政治热情、声望好、知名度高的下层农民对参与竞选望而却步。 因为他们没有足

够的资源动员能力来保证胜选。 所以，２００２ 年以后，Ｇ 镇不再有下层农民参与村两委选举，下
层农民被排除在村庄政治之外。

三是底层社会的碎片化无法达成一致行动。 假若下层农民能够达成默契，共同推出候选

人，并将其推上村庄政治舞台，亦能获得政治效能感。 但是阶层的高度分化，在肢解了上层农民

与下层农民关系的同时，也瓦解了底层内部的血缘地缘关系，下层农民原子化程度加深，在选举

时也就无法达成共识。 不断加剧的分散化、原子化和碎片化，使得下层农民更显无能和虚弱，更
加无力乃至无心参与村庄政治 ［１９］ 。

因此，在农民高度分化后，下层农民丧失了参与和介入村庄政治的中介，而其自身又没有足

够的资源介入村庄政治，他们被排除在村庄政治之外。 上层农民则要么利用自身经济优势直接

组团选举，要么通过其他上层农民作为代表参与村庄政治，从而垄断村庄政治。 这样，对于下层

农民来说，无论他们把票投给谁，都无法改变上层农民独享村庄政治权力和再分配权力的事实。
他们认为，谁担任村干部都一样，投不投票和投谁的票结果都一样，唯一关心的就是选票的现金

价值，谁给的价格高就投谁的票，选举就变成赤裸裸的交易。 受访村民说，“谁当村干部都一样，
还不如赚几个钱” “我们普通老百姓对谁当村干部不感兴趣，只对谁出的价格感兴趣” 。 对于选

民多的家庭，他们期待两派竞争继续抬高票价，甚至希望每年都有选举。

３６

第 ２ 期 杨华，罗兴佐：阶层分化、资源动员与村级贿选现象



五、结论与讨论

以上分析表明，在农民阶层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先富起来的上层农民较下层农民有着更强

烈的意愿和热情直接竞选或支持他人竞选村干部。 上层农民的经济条件可支撑巨资贿选，而且

其人数不少，但村干部的职数却有限，在上层农民内部就不得不通过竞争来分配村干部职数，使
得通过贿选进行动员就有了可能。 同时，农民的高度分化使得传统的动员方式失效，包括血缘

地缘关系淡化，候选人无法通过亲情、面子和人情进行动员。 高度分化还使得上层农民和下层

农民空间距离和心理隔阂较深，下层农民对上层农民缺乏信任感，上层农民的声誉、信任、承诺、
政策宣传等动员也不再起作用。 而一般的技术动员也因阶层高度分化而遭遇瓶颈，上层农民无

法通过竞选团队的无限扩张和竞选技术手段的升级而获得足够多的选票。 这样一来，贿选作为

选举的技术动员方式就凸显了它的优势，不仅成本相对较低，而且结果较为确定。 下层农民在

阶层高度分化的发酵下，不断原子化和碎片化，既无法通过上层农民表达政治意志，也无法在下

层农民内部达成一致行动，其政治效能感不断减弱，这为他们接受贿选提供了心理基础。 因此，
贿选是在阶层高度分化背景下，上层农民强意愿竞选、常规动员有限度和农民弱政治效能感等

三重结构约束下的结果。
上层农民通过贿选竞争上台轮番担任村干部，垄断着村庄政治权力，下层农民被排除在村

庄政治之外。 贿选的金额不断高攀，对于下层农民而言离村庄政治就越远，其政治效能感就越

低，就越能够接受贿选。 学界普遍认为通过选举技术上的改进，比如划分秘密投票点，可以规避

贿选现象 ［２０］ 。 但贿选并不是发生在选举现场，亦不会因为秘密投票农民就可以表达自由意志。
事实上，农民能否表达自由意志，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贿选，而在于其政治效能感的高低有无。 贿

选不是造成农民无法表达自由意志的根源，也不是农民无政治效能感的原初原因，它只是进一

步加重了这一现象而已。
事实上，“贿选”的实质是上层农民选举动员的一种方式。 在上层农民的选举动员工具箱

中，贿选之所以被优先选择，是因为它“效果好、见效快” 。 即便没有贿选，上层农民还可以选择

其他动员工具进行选举动员。 所以，选举的关键问题不是有没有贿选，而是候选人的资源动员

能力。 谁的资源雄厚，谁的动员能力就强，谁就能在选举中获胜。 只要是竞争性选举，比拼的就

是资源动员能力。 下层农民没有资源，自然就没有“资格”参与竞选，竞选也就只能存在于上层

农民之间。 上层农民不是通过贿选，而是通过垄断竞选“资格”来垄断村庄政治，贿选则进一步

抬高了村级选举的“资格”门槛。 即便没有贿选，也只有上层农民才有足够的动员能力将高度

分化的、无政治效能感的村民动员起来，最终也就只有上层农民才有当选的机会。 “富人治村”
是阶层高度分化背景下，竞争性选举的必然结果。

因此，从技术和制度上来杜绝贿选，可以让选举在形式上看起来更规范、更公平，但并不能

改变上层农民垄断村庄政治、下层农民被排斥的局面。 要让村级民主真正良性运行，让所有村

民都在村庄政治中有政治效能感，实现村庄治理的民主化，就得正视农民高度分化这个前提，也
必须既要考虑农村的阶层关系状况，又要考虑不同农民阶层的利益和政治诉求，从而在制度安

排上整合不同农民群体的利益，让不同阶层都有自由表达和实现意志的机会和渠道。 为此，亟
待解决的除了在形式上杜绝贿选外，还要打破由上层农民主导的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规范村

庄公共利益的再分配秩序，让所有农民都能够享有农村城镇化、土地增值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的红利。 同时，要改变对立的阶层关系，逐渐消除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之间的隔阂与区隔，化解

下层农民对上层农民的怨恨情绪，建立合作、互助和融合的阶层关系。 此外，还要建立村组干部

的新型代表性机制，建立健全选民对村干部的监督和问责制度，让村组干部真正能够代表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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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选民意志。 总之，在阶层高度分化的背景下，阶层关系和谐了，村庄政治的公共性才能得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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